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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章试图构建一个基于角色塑造的小国外交效能分析框架，

探讨小国外交如何通过有效的角色塑造在地区以及全球层面实现远超其物质

实力的影响力。既有研究或将小国外交置于地缘政治以及大国竞争的背景之

下，聚焦小国地区战略的现实主义逻辑；或将小国参与特定议题的全球治理

作为案例分析，无法对小国外交的能力和限度提供从地区到全球的一般性解

释。文章认为，角色理论不仅将实力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其建构主义特征所

强调的社会建构和身份定位对小国外交的效能具有更强的解释力。研究发现，

当小国的角色塑造实现与地区主义目标、全球特定规范以及大国战略关注的
“三重一致”时，其外交效能将得到显著提升。太平洋岛国通过将自身塑造为
“蓝色太平洋的守护者”“国际气候道义的引领者”和 “气候变化治理的推动

者”，在国际气候政治领域成功实现了从配角向主角的转变，体现了 “三重一

致”框架对小国大外交的解释力。该理论框架为理解小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影

响力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更好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更有效地回应小国

关切提供了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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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代亚太　

一、引　言

在全球治理中，小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成为全球共识，其如何

在实力不占优的前提下通过外交获得地区乃至全球层次的影响力———即小国

大外交———是本文要回答的主要问题。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宗

主国—殖民地体系的崩溃、民族主义的兴起、国际法治的完善，共同推动了

小国数量的迅速增加。冷战结束后，小国数量进一步增长，小国的物理安全

和领土完整受到的威胁大大降低，参与国际事务的障碍不断减少，特别是随

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多边机构的迅速扩张，数量众多的小国在国际社会崭

露头角，其外交行为和战略选择对国际秩序的塑造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然而，对小国外交的研究长期以来处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边缘地带，且囿于时

代限制，主要研究对象集中在欧洲小国，主要研究议题集中在安全领域。②

正如安德斯·威瓦尔 （Ａｎｄｅｒｓ　Ｗｉｖｅｌ）所言，小国在学术文献和外交实践中

通常被视为规则接受者，而不是规则制定者，是安全消费者，而不是安全生

产者。③

进入２１世纪，小国开始重新塑造自己的身份，从被动融入国际体系向

影响国际政治格局转变，外交效能提升显著，从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小岛

屿国家的议题引领，④ 到北欧小国在环保、人权、和平调解等领域的国际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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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小国大外交既是一个绝对性概念，即小国实现了超越自身实力的外交影响力，也是一个相
对性概念，即这种超越自身实力的影响力在程度上可能是不同的，如地区层次的影响力或全球性的
影响力。因此，本文使用 “效能”描述小国外交实现的效果和影响的程度。

冷战期间关于小国研究的著作参见 Ａｎｎｅｔｔｅ　Ｂａｋｅｒ　Ｆｏｘ，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Ｉ，Ｃｈｉｃａｇｏ：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９；Ｄａｖｉｄ　Ｖｉｔａｌ，Ｔｈ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７；Ｒｏｂｅｒｔ　Ｒｏｔｈｓｔｅｉｎ，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Ｐｏｗｅｒ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８；Ｄａｖｉｄ　Ｖｉｔａｌ，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Ｓｔａｔｅｓ：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Ｓｍａｌｌ　Ｐｏｗｅｒ－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Ｌｏｎｄｏｎ：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Ｐｅｔｅｒ　Ｊ．Ｋａｔｚｅｎｓｔｅｉｎ，Ｓｍａｌｌ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

Ａｎｄｅｒｓ　Ｗｉｖｅｌ，“Ｓｍａｌｌ　Ｓｔａｔ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ｉｎ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Ｊａｍｅｓ　ｅｄ．，Ｏｘｆｏｒｄ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３．

Ｇｒｅｇ　Ｆｒｙ　ａｎｄ　Ｓａｎｄｒａ　Ｔａｒｔｅ，“‘Ｎｅｗ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Ｔ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Ｏ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７９，Ｎｏ．１，２０２５，ｐｐ．５５－６３．



小国何以大外交？□　

范建构，① 再到区域经济和安全架构中东南亚小国的大国对冲，② 不同地区

的小国正以特有的外交方式参与并影响着地区治理和全球治理中的议程设置

和规则制定。以上国际政治的新现实催生了大量关于小国政治、小国外交、

小国参与地区和全球治理的分析，对以大国政治为主要分析对象的国际关系

研究形成了重要补充。

与此同时，对小国外交行为的解释出现了两种路线，一部分研究基于现

实主义的 “生存逻辑”，强调小国在实力不对称条件下的应对策略，如追随、

平衡、对冲、庇护所理论 （Ｓｈｅｌｔｅｒ　Ｔｈｅｏｒｙ）、“星座”理论 （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等，③ 另一部分研究则关注小国的权力基础，研究小国主动塑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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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议程、引领规范变革或利用特定议题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的能动逻辑。① 两

种研究路线导致了理论层次的割裂，限制了对小国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复杂外

交行为的理解，也妨碍了对小国外交效能的准确评估和预测。因此，发展一

个能够有效解释小国外交的影响及其限度的一般性理论框架，探讨小国如何

通过对特定角色的塑造提升其外交的能见度和影响力是本文的核心目标。

研究框架如下：第一部分回顾和评析既有小国外交研究的主要视角及其

局限性；第二部分提出基于角色理论的小国外交效能分析框架，确定基于地

区主义、全球规范和大国关注的三个关键变量，阐述角色塑造的 “三重一

致”对小国外交效能的扩增效应；第三部分以太平洋岛国的气候外交为例，

分析其角色塑造策略并运用 “三重一致”框架解释其气候外交的成功与不

足；第四部分总结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和政策启示。

二、既有小国外交研究的启发与局限

（一）小国概念的关系导向

探讨小国外交必然要对小国概念进行界定。学界至今未能就何谓小国达

成共识，使得该领域研究长期面临概念不清、范围模糊等基础性问题。② 从

小国进入国际关系研究视野开始，学者对其的界定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视

角，一是实力视角，即通过一系列物质或非物质因素来描述绝对权力的大

小，二是关系视角，即通过强弱对比描述相对权力的大小。③

从实力视角出发，最直观的方式是基于物质因素，如人口、领土面积、

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或军费开支等对国家大小进行定义。一些学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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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小国权力基础参见 Ｔｏｍ　Ｌｏｎｇ，“Ｓｍａｌｌ　Ｓｔａｔｅｓ，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９，Ｎｏ．２，２０１７，

ｐｐ．１８５－２０５；小国引领规范参见 Ａｎｎｉｋａ　Ｂｊöｒｋｄａｈｌ，“Ｎｏｒｍ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Ａ　Ｓｍａｌｌ　Ｓｔａｔ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Ｕ”，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Ｖｏｌ．１５，Ｎｏ．１，２００７，ｐｐ．１３５－５４；小国塑
造国 际 议 程 参 见 Ｑｕｅｎｔｉｎ　Ｈａｎｉｃｈ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ｖｉｅｖｅ　Ｑｕｉｒｋ，“Ｏｃｅａ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ｔｏ　ｔｈｅ　ＵＮ　ｆｏｒ　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ｃｅａ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Ｎｏ．１，２０１６，ｐｐ．６８－９５。

Ｍａｔｔｈｉａｓ　Ｍａａｓｓ，“Ｔｈｅ　Ｅｌｕｓｉｖ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　Ｓｔａｔ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２００９，ｐｐ．６５－８３．
有学者从定量路径、定性路径、关系路径三种路径区分小国定义，参见李泽：《小国的大国

外交：理论与实践》，载 《云大地区研究》２０２３第１期，第１～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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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国是２０００万人口以下或ＧＤＰ在４０００亿欧元以下的国家。① 还有学者通过

人口数量区分小的发达国家和小的发展中国家。② 韦民采用１０００万人口作为

小国识别标准和 “分界线”，划定了１１３个小国。③ 汤姆·克罗沃兹 （Ｔｏｍ

Ｃｒｏｗａｒｄｓ）根据人口、土地面积和总收入对１９０个国家进行分类，在四个最

终类别中，有７９个国家被归类为小国。④ 上述以物质因素为基础的定义方式

存在三个明显的不足。首先是标准的主观性，到底哪些指标更能够反映国家

实力或者权力的大小，不同指标应该划分怎样的权重，没有统一且受到普遍

认可的标准。其次是确定性的物质指标无法反映时代的变化，特别是人口、

经济和技术等指标在不同时期存在较大差异，缺乏理论参考价值。最后，物

质因素无法解释，为何某些指标相似的小国在国际影响力上存在巨大差异，

也难以解释同一小国在不同历史时期或不同议题领域的影响力变化。

绝对权力的大小也可以通过非物质因素来界定。比如，罗伯特·罗森斯

坦 （Ｒｏｂｅｒｔ　Ｌ．Ｒｏｔｈｓｔｅｉｎ）将小国定义为那些认识到无法仅凭自身能力获得

安全保障，而必须依赖其他国家、机构、进程或发展来实现这一目标的国

家。⑤ 罗伯特·基欧汉 （Ｒｏｂｅｒｔ　Ｏ．Ｋｅｏｈａｎｅ）通过定性方法区分了国际社会

中的四类国家，包括系统决定者 （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系统影响者
（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系 统 受 限 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和 系 统 无 关 者
（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ｅｆｆｅｃｔｕａｌ）。其中，系统无关者指那些几乎无法影响国际体系的国

家，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外交政策是适应现实，而不是重新安排现实。⑥ 与

基欧汉类似，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划分拥有权力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ｗｅｒ）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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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Ｈａｎｓ　Ｍｏｕｒｉｔｚｅｎ　ａｎｄ　Ａｎｄｅｒｓ　Ｗｉｖｅｌ　ｅｄｓ．，Ｔｈｅ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５，ｐ．３．
大卫·维特尔Ｄａｖｉｄ　Ｖｉｔａｌ认为，小的发达国家人口上限为１０００万，小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上

限为２０００万～３０００万，参见Ｄａｖｉｄ　Ｖｉｔａｌ，Ｔｈ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７，ｐ．８。

韦民：《小国与国际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５６页。

Ｔｏｍ　Ｃｒｏｗａｒｄｓ，“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ｏｆ ‘Ｓｍａｌｌ’Ｓｔａｔ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Ｖｏｌ．１４，Ｎｏ．２，２００２，ｐｐ．１４３－１７９．

Ｒｏｂｅｒｔ　Ｌ．Ｒｏｔｈｓｔｅｉｎ，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Ｐｏｗｅｒ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８，ｐ．２９．

Ｒｏｂｅｒｔ　Ｏ．Ｋｅｏｈａｎｅ，“Ｌｉｌｌｉｐｕｔｉａｎｓ’Ｄｉｌｅｍｍａｓ：Ｓｍａｌｌ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２３，Ｎｏ．２，１９６９，ｐｐ．２９１－３１０．



　□ 当代亚太　

使权力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的不同层级来界定小国。① 以上定义都将小国在

绝对权力上的弱小作为界定标准，并且以大国作为参照系，此类定义普遍具

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和历史局限性，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小国外交的主观能

动性和冷战结束以后小国在国际社会扮演的多重角色。

从关系视角定义小国强调国家强弱之间的对比，更注重对相对权力的界

定。如周方银在解释罗伯特·罗森斯坦的小国定义时指出，小国的含义中实

际包含了弱国，并且其中强和弱都是相对的。② 还有学者在研究中直接将弱

国等同于小国，如郭清水 （Ｋｕｉｋ　Ｃｈｅｎｇ－Ｃｈｗｅｅ）在其关于小国对冲的文章中

明确指出，可互换使用 “小国”和 “弱国”。③ 将小国和弱国等同不仅出于研

究需要，更是对现实世界的深刻洞察。汉斯·穆里森 （Ｈａｎｓ　Ｍｏｕｒｉｔｚｅｎ）认

为，国家的 “小”是相对于特定情境和关系网络而言的，一个国家可能在全

球范围内是小国，但在区域层面可能是中等国家。④ 例如，新加坡在全球层

面是小国，但在东南亚区域内则是重要的经济力量；以色列在全球舞台上是

小国，但在中东地区却是军事强国。这种情境化定义虽然增加了概念的复杂

性，但有助于解释小国在不同议题以及不同地区影响力的差异。

国际政治的发展趋势表明，关系型定义更有利于研究小国外交，也为本

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一方面，它表明，小国不仅是一个描述性概念，更是

一个相对性和建构性的概念。摩根索曾言，国际政治中最基本和最常犯的错

误之一是忽视权力的相对性，把国家权力作为绝对的东西来看待。⑤ 另一方

面，国际关系领域的小国概念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小国，其内涵随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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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汉斯·穆里森 （Ｈａｎｓ　Ｍｏｕｒｉｔｚｅｎ）和安德斯·维韦尔 （Ａｎｄｅｒｓ　Ｗｉｖｅｌ）根据国家拥有的权力
分为：超级大国、大国、中等国家、小国和微型国家，根据国家行使的权力分为：单极国家、两极
国家、多极国家和非极国家，其中非极国家为小国，参见 Ｈａｎｓ　Ｍｏｕｒｉｔｚｅｎ　ａｎｄ　Ａｎｄｅｒｓ　Ｗｉｖｅｌ　ｅｄｓ．，

Ｔｈｅ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ｐ．３。
周方银：《无政府状态下小国的长期存在》，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５年第２期，第４３～

４８页。

Ｋｕｉｋ　Ｃｈｅｎｇ－Ｃｈｗｅｅ，“Ｈｏｗ　Ｄｏ　Ｗｅａｋ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Ｈｅｄｇｅ？Ｕｎｐａｃｋｉｎｇ　ＡＳＥＡＮ　Ｓｔａｔｅｓ’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２５，Ｎｏ．１００，２０１６，ｐｐ．５００－５１４．

Ｈａｎｓ　Ｍｏｕｒｉｔｚｅｎ，“Ｔｅｎｓ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ａｋ”，ｐｐ．２１７－
２３０．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２年９月版，第２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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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和议题而变化，① 反映了国际关系中权力和影响力的复杂性和过程性，

因此，需要采用更加动态和综合的视角理解小国的角色与行为。

（二）小国外交研究的区域导向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小国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区域聚焦，即

把小国置于特定区域进行案例分析，专注于特殊地缘政治环境中的小国外交

研究。目前，学界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欧洲、东南亚和南太平

洋。其中，由于欧洲小国研究起步较早，学者们在该领域的案例分析和理论

建构最为丰富。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汉斯·穆里森的 “星座”理论、安德

斯·威瓦尔和凯罗琳·格隆 （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Ｈ．Ｇｒøｎ）共同提出的智慧国家战略
（Ｓｍａｒｔ　Ｓｔａｔ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巴尔杜·索尔哈森 （Ｂａｌｄｕｒ　Ｔｈｏｒｈａｌｌｓｓｏｎ）的庇护

所理论。

基于冷战时期的欧洲小国案例，“星座”理论提出了地缘政治环境如何

制约小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框架，把由于大国互动而在小国周围形成的权力关

系模式称为地缘政治 “星座”，“星座”为小国设定了基本行为参数和约束条

件，分析了小国在面对 “星座”结构时可能采取的不同外交策略。② 基于２１
世纪初的欧洲小国案例，智慧国家战略展现了小国外交的全新形态，小国通

过战略性配置资源、阶段性政策干预、发挥专业知识优势以及利用制度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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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Ｅｄｉｔｈ　Ｋａｕｆｆｅｒ，“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Ｓｍａｌｌ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Ｂｅｌｉｚ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ａｎｄ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ｇ　Ｍｅｘｉｃｏ”，ｉ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Ｋｏｌｎｂｅｒｇｅｒ　ａｎｄ　Ｈａｒｌａｎ　Ｋｏｆｆ　ｅ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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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２３．ｐｐ．１０４－１１７．
参见 Ｈａｎｓ　Ｍｏｕｒｉｔｚｅｎ，“Ｔｅｎｓ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ａ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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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ｕｒｉｔｚｅｎ　ｅｄｓ．，Ｔｈｅ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１ｓｔ　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４，

ｐｐ．１４－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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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窗口等开展主动且灵活的外交，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外交的智慧国家战略。①

庇护所理论主要选取冰岛等北欧国家作为案例，指出小国在全球化进程中面

临内部能力不足的问题，因此，需要寻求外部庇护以保障经济、政治和社会

稳定。该理论将庇护类型分为四类：政治庇护、经济庇护、社会庇护和认同

庇护，解释了小国通过寻求大国或国际组织的庇护来保障发展利益和安全利

益的外交逻辑。②

欧洲小国研究开创了冷战后国际关系学界系统性研究小国外交的先河，

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和自由主义等思想在不同理论框架下均有所体现，具有

重大的理论和学术意义。一方面，以汉斯·穆里森、安德斯·威瓦尔、巴尔

杜·索尔哈森等为代表的北欧学者形成了体系化的小国研究力量，不仅在国

际主流刊物撰写了大量论文并出版了一系列学术著作，还推动了专门研究小

国的刊物Ｓｍａｌｌ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的诞生，对提升小国研究在国

际关系学科中的能见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欧洲地区，东南亚地区的小国研究在过去２０年间也经历了繁荣发

展。东南亚小国面临的一个重要现实是如何同时应对中国崛起和美国霸权在

该地区的延续。对冲理论、平衡外交和软实力是从小国视角研究东南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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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Ａｎｄｅｒｓ　Ｗｉｖｅｌ　ａｎｄ　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Ｈｏｗａｒｄ　Ｇｒøｎ，“Ｍａｘｉｍｉｚｉｎｇ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Ｌｉｓｂｏｎ　Ｔｒｅａｔｙ：Ｆｒｏｍ　Ｓｍａｌｌ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　Ｓｍａｒｔ　Ｓｔａｔ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３３，Ｎｏ．５，２０１１，ｐｐ．５２３－５３９；Ａｌｙｓｏｎ　Ｊ．Ｋ．Ｂａｉｌｅｓ　ａｎｄ　Ｂａｌｄｕｒ　Ｔｈｏｒｈａｌｌｓｓｏ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ｉｎ　Ｓｍａｌｌ　Ｓｔａｔ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３５，Ｎｏ．２，２０１２，ｐｐ．９９－１１５；Ａｎｄｅｒｓ　Ｗｉｖｅｌ，“Ｆｒｏｍ　Ｓｍａｌｌ　Ｓｔａｔｅ　ｔｏ　Ｓｍａｒｔ　Ｓｔａｔｅ：Ｄｅｖｉｓｉｎｇ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ｉ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ａｎｄ　Ａｎｄｅｒｓ　Ｗｉｖｅｌ　ｅｄｓ．，Ｓｍａｌｌ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６；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Ｈｏｗａｒｄ　Ｇｒøｎ
ａｎｄ　Ａｎｄｅｒｓ　Ｗｉｖｅｌ，“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ｉｎ
Ｐｅｔｅｒ　Ｎｅｄｅｒｇａａｒｄ　ａｎｄ　Ａｎｄｅｒｓ　Ｗｉｖｅｌ　ｅｄｓ．，Ｔｈ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７，ｐｐ．２６５－２７６。

参见Ｂａｌｄｕｒ　Ｔｈｏｒｈａｌｌ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ｄｅｒｓ　Ｗｉｖｅｌ，“Ｓｍａｌｌ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Ｗｈａｔ　Ｄｏ
Ｗｅ　Ｋｎｏｗ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Ｗｏｕｌｄ　Ｗｅ　Ｌｉｋｅ　ｔｏ　Ｋｎｏｗ？”，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１９，Ｎｏ．４，２００６，ｐｐ．６５１－６６８；Ｂａｌｄｕｒ　Ｔｈｏｒｈａｌｌｓｓｏｎ，Ｓｍａｌｌ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Ｓｈｅｌｔｅ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ｃｅｌａｎｄ’ｓ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１ｓｔ　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８，ｐｐ．２４－５８；Ａｌｙｓｏｎ　Ｊ．Ｋ．Ｂａｉｌｅｓ，

Ｂｒａｄｌｅｙ　Ａ．Ｔｈａｙｅｒ　ａｎｄ　Ｂａｌｄｕｒ　Ｔｈｏｒｈａｌｌｓｓｏｎ，“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ｈｅｌｔｅｒ’：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Ｓｔａｔ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ｐｐ．９－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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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的三条路径。① 艾芙琳·高 （Ｅｖｅｌｙｎ　Ｇｏｈ）认为，对冲是一种包含
多重策略的组合，包括维持经济联系、参与多边制度、发展军事自卫能力、

加强与外部大国 （如美国）的安全合作、内部韧性建设等，对冲是理解东南
亚小国外交行为的重要起点。② 郭清水进一步指出，对冲并非制衡与追随之
间的简单中间状态，而是一种基于风险管理和未来不确定性的主动策略，并
结合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案例进行实证分析，丰富了对冲策略的具体内涵。③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国内外有大量学者借用对冲理论分析东南亚国家的外交
政策，但部分研究的理论出发点并非小国视角。此外，学者们还采用平衡外
交以及借用约瑟夫·奈 （Ｊｏｓｅｐｈ　Ｓ．Ｎｙｅ）的软实力概念，探讨在实力不对称
的前提下东南亚国家外交政策的生成逻辑。④

另一个备受关注的区域是南太平洋。该地区的小国一般被国际社会和学
者称为太平洋岛国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多数太平洋岛国的面积、人
口、经济发展水平等物质要素无法与欧洲和东南亚地区的小国相提并论。此
外，这些国家大都远离世界政治经济中心，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看，在较长
的历史时期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二十一世纪初）处于大国竞争的边缘
地带，⑤ 属于 “对帝国主义的贪欲缺乏吸引力”的国家，⑥ 因此，聚焦欧洲
和东南亚的小国外交理论难以简单应用于太平洋岛国。

太平洋岛国虽然面临一系列先天劣势和不利条件，但在过去二十年中受
到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对太平洋岛国外交的研究主要聚焦建立在地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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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国内有学者借鉴研究中等国家的 “利基”外交理论研究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政策，参见李卓
冉：《“一带一路”与印度尼西亚的 “利基”外交》，载 《公关世界》２０２５年第１期，第１３６～１３８页；

王琛：《冷战后东南亚国家的 “利基外交”》，载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４期，第９９～１１８页。

Ｅｖｅｌｙｎ　Ｇｏｈ，“Ｍｅ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Ｔｈｅ　Ｕ．Ｓ．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Ｅａｓｔ－Ｗｅｓｔ　Ｃｅｎｔｅｒ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２００５．

Ｋｕｉｋ　Ｃｈｅｎｇ－Ｃｈｗｅｅ，“Ｔｈ　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ｅｄｇｉｎｇ：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ａｎｄ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ａ
Ｒｉｓ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Ｖｏｌ．３０，Ｎｏ．２，２００８，ｐｐ．１５９－１８５．

平衡外交和软实力外交并非东南亚地区小国外交所独有，此处不再展开论述。

陈晓晨从地区主义变迁的视角对太平洋岛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做了四个阶段划分，包括殖民
时期、本土化时期、后冷战时期以及新时期 （２００９年以后），参见陈晓晨：《南太平洋地区主义：历
史变迁的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７９页。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２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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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基础上的集体外交。从 “太平洋方式”① 到 “新太平洋外交”② 再到 “蓝

色太平洋”，③罗·克罗科姆 （Ｒｏｎ　Ｃｒｏｃｏｍｂｅ）、格雷格·弗莱 （Ｇｒｅｇ　Ｆｒｙ）、

桑德拉·塔特 （Ｓａｎｄｒａ　Ｔａｒｔｅ）等学者从南太平洋的文化渊源、政治认同和

区域机制出发，分析了太平洋岛国集体外交的变迁、创新以及受到区域大国

的各种影响。国内学者近年来也开始从小国视角探索太平洋岛国的集体外

交。徐秀军和田旭以太平洋岛国为例指出，小国通过联合自强和国际道义能

够获得超过国家间实力对比的话语权，④ 陈晓晨提出了太平洋岛国实现利益

最大化的三种外交策略，并分析了太平洋岛国与其他地区小国在外交政策上

的差异性。⑤ 在集体外交的研究进程中，太平洋岛国的气候变化外交一直被

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本文第四部分将进行详细探讨。

学者们对区域研究的重视表明，研究小国外交必须考虑其特殊的地区背

景。地理因素对于行为体具有巨大影响，对于脆弱性与依赖性甚为显著的小

国来说更具决定性意义。⑥ 从欧洲到东南亚再到南太平洋，不同地区小国的

外交偏好、外交议题的选择和外交效能都受到本地区历史、文化和地缘政治

的影响，即区域研究是分析小国外交的重要理论起点。此外，小国外交始终

受到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制约，无论是来自欧洲实践的庇护所理论还是东南亚

小国面临的大国竞争，又或是太平洋岛国受到的地区大国的多重制约，如何最

大程度降低国家实力差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从而实现外交效能的最大化始终是

小国研究的重点。与此同时，将小国研究限定在特定区域背景和特定议题框架

内，虽然产生了丰富的个案，但也阻碍了对小国外交效能一般性规律的探索。

本文旨在超越上述局限，更加关注小国在不同区域、不同议题领域可能展现的

共性特征，尝试对小国大外交构建一个更加一般性的解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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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Ｒｏｎ　Ｃｒｏｃｏｍｂｅ，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Ｗａｙ：Ａ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Ｓｕｖａ：Ｌｏｔｕ　Ｐａｓｉｆｉｋ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１９７６，ｐｐ．４－３９．

Ｇｒｅｇ　Ｆｒｙ　ａｎｄ　Ｓａｎｄｒａ　Ｔａｒｔｅ，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Ｃａｎｂｅｒｒａ：ＡＮＵ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

ｐｐ．３－１５．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Ｆｏｒｕｍ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７，Ｓｕｖａ，２０１７，

ｐｐ．１３－１５．
徐秀军，田旭： 《全球治理时代小国构建国际话语权的逻辑———以太平洋岛国为例》，载

《当代亚太》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第９５～１２５页。

陈晓晨：《小国研究视域下太平洋岛国的外交策略》，载 《国际关系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第１０８～１３１页。

韦民：《小国与国际关系》，第１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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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色塑造的 “三重一致”框架

（一）角色理论对小国研究的启发

在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的行为主要被视为对物质实力分布和结

构性压力的回应。无论是现实主义强调的实力对比，还是自由主义关注的制

度约束，都将物质因素视为解释国家行为的核心变量。罗伯特·基欧汉在总

结现实主义理论的特点时指出，以武力相威胁被视为行使权力最有效的工

具，军事安全作为高级政治主导着经济和社会事务等低级政治。① 斯蒂芬·

沃尔特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Ｗａｌｔ）在研究联盟问题时指出，弱国比强国更有可能采

取追随行为，有两个原因：它们易受压力的影响，也很少能决定自己的命

运。② 正如杨原所言，“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大厦的一多半都构筑在实力优势即

权力优势这一地基之上”。③ 显然，如果仅仅强调绝对的权力观，将小国简单

视为大国附庸和国际社会的 “弱势群体”，不仅无法理解日益复杂的小国外

交政策，更难以论证小国在特定议题上远超其实力比重的国际影响力。 “外

交必须以其他国家的观点来注视政治舞台”，④ 小国以什么样的角色登上国际

政治舞台与其外交效能联系密切。以社会学为基础的角色理论及建构主义方

法为小国外交研究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和分析工具。

角色理论最初源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后被引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

卡列维·霍尔斯蒂 （Ｋａｌｅｖｉ　Ｊ．Ｈｏｌｓｔｉ）在其开创性文章 《国家角色观念与外

交政策分析》中，首次系统地将角色概念应用于国家行为分析，而引入角色

概念的目的之一就是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长期忽视的小国研究纳入理论视

野。⑤ 角色理论为理解国家行为提供了一个重要补充视角：国家不仅根据
“我能做什么”行事，也基于对 “我是谁”和 “我该做什么”的理解做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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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４年版，

第２８页。

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７４页。

杨原：《弱权即公理———决心对比、选择效应与不对称冲突的结果》，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２２年第５期，第４６～７６页。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５１０页。

Ｋａｌｅｖｉ　Ｊ．Ｈｏｌ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ｏｌ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１４，Ｎｏ．３，１９７０，ｐｐ．２３３－３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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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决策。这一深刻洞见表明，小国在物质实力上的劣势不再成为限制其外交
政策的枷锁，通过理性的身份识别和成功的角色塑造，小国可以获得更大的
外交自由度。

角色理论包含非常强烈的建构主义色彩，尽管建构主义思想被应用于国
际关系分析晚于霍尔斯蒂的角色理论。① 建构主义理论框架中，国家身份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是理解国家利益和行为的关键变量，正如亚历山大·温特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Ｗｅｎｄｔ）所言，角色概念应该是国际体系结构理论研究的关键概
念。② 霍尔斯蒂和温特对角色的内涵和外延理解不尽相同，理论构建的出发
点也并不一致，但共同的社会学基因强调了角色在分析国家对外政策中的独
特作用。温特还提出，大部分国家置身于其中的重要结构是由观念构成的，

不是由物质力量构成的，观念决定权力的意义和内容，决定国家实现利益的
战略，也决定利益本身。③ 衡量小国外交效能的标准之一是能否实现其所期
望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影响力，对外政策中的角色塑造不仅定义了国家利益的
范畴，而且定义了实现利益的路径。

将角色理论和建构主义思想应用于小国研究，突破了既有研究的三个
局限。

首先，它超越了物质决定论，将国家的自我认知和他者期待纳入分析框
架，为理解小国如何突破物质限制发挥更大影响力提供了理论工具。角色理
论帮助我们理解小国如何通过特定身份的建构和角色的塑造，在国际话语中
为自己创造空间，并在某些情况下引导国际议程的发展方向。正如杰弗里·

契克尔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Ｔ．Ｃｈｅｃｋｅｌ）所总结的，建构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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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由尼古拉斯·奥努夫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Ｏｎｕｆ）撰写的建构主义奠基性著作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Ｏｕｒ　Ｍａｋ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Ｒｕｌｅ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出版于１９８９年；亚历山大·
温特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Ｗｅｎｄｔ）的建构主义代表性论文 “Ａｎａｒｃｈｙ　ｉｓ　ｗｈａｔ　Ｓｔａｔｅｓ　Ｍａｋｅ　ｏｆ　ｉｔ：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发表于１９９２年，两者均未对霍尔斯蒂的角色理论进行介绍和评价。

温特在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论述 “三种无政府文化”时对角色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包括：

霍布斯文化对应的敌人角色、洛克文化对应的竞争者角色以及康德文化对应的朋友角色。较为奇怪的
是，温特对于霍尔斯蒂的角色理论只用一句话带过，甚至没有正式的引用。温特对霍尔斯蒂的评价参
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５５页。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２４８页。

同上，第２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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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施动者／国家采取行动的环境既是物质性的又是社会性的。①

其次，它强调了规范和观念在研究小国外交中的重要性，为理解小国在
规范塑造和价值引领方面的潜力提供了视角。传统理论认为，规范主要由大
国制定，小国只能被动接受，在一个系统中，主要行为体的行为以及互动对
所有国家命运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次要行为体的影响……建立国际政治的普遍
理论必然以大国为基础。② 事实则是，在特定情境下，小国可能成为新规范
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尤其是在那些与其特殊经历或专业知识相关的议题
领域。③

最后，它关注互动过程中的角色形成和演变，而非静态的结构约束，有
助于解释小国外交立场的动态变化。角色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国内政治
变化、国际期待改变以及关键事件冲击等因素影响下不断调整和重构的。④

对小国而言，角色的灵活调整往往是其适应复杂国际环境的重要策略。

需要强调的是，角色理论并非完全否定物质因素的重要性，而是将其置
于更广阔的社会互动和身份建构过程中进行理解。正如莱斯利·韦纳
（Ｌｅｓｌｉｅ　Ｗｅｈｎｅｒ）和卡梅隆·蒂斯 （Ｃａｍｅｒｏｎ　Ｔｈｉｅｓ）指出的，角色塑造受到
物质能力的约束，但并非完全由其决定，国家可以选择突出某些角色而淡化
其他角色，以最大化其在特定情境中的影响力。⑤ 从小国参与国际政治和国
际治理的现实来看，实力差距的客观存在导致小国对外政策的时间成本高、

容错空间小，⑥ 因此，有效的角色塑造和议题选择对于小国外交效能具有极
端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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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Ｔ．Ｃｈｅｃｋｅｌ，“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ｔ　Ｔｕｒ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ｂｙ
Ｍａｒｔｈａ　Ｆｉｎｎｅｍｏｒｅ，Ｐｅｔｅｒ　Ｋａｔｚｅｎ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Ａｕｄｉｅ　Ｋｌｏｔｚ”，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５０，Ｎｏ．２，１９９８，

ｐｐ．３２４－３４８．
肯尼斯·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７６页。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Ｉｎｇｅｂｒｉｔｓｅｎ，“Ｎｏｒｍ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ｐ．１１－
２３．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Ｈａｒｎｉｓｃｈ，“Ｒｏｌｅ　Ｔｈｅｏｒｙ：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ｅ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ｉｎ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Ｈａｒｎｉｓｃｈ，Ｃｏｒｎｅｌｉａ　Ｆｒａｎｋ　ａｎｄ　Ｈａｎｎｓ　Ｗ．Ｍａｕｌｌ　ｅｄｓ．，Ｒｏｌ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１ｓｔ　ｅｄ．），

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１，ｐｐ．５－９．
Ｌｅｓｌｉｅ　Ｗｅｈｎｅｒ　ａｎｄ　Ｃａｍｅｒｏｎ　Ｔｈｉｅｓ，“Ｒｏｌｅ　Ｔｈｅｏｒｙ，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ｌ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６，Ｎｏ．３，２０１４，ｐｐ．４１１－４３６．
Ｒｏｂｅｒｔ　Ｊｅｒｖｉｓ，“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３０，Ｎｏ．２，

１９７８，ｐｐ．１６７－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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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国外交效能最大化：角色塑造的 “三重一致”框架

基于既有小国研究和角色理论的启发，本文提出了小国角色塑造的 “三

重一致”框架。当小国外交塑造的角色满足与地区主义目标一致、与全球特

定规范一致以及与大国战略关注一致时，能够产生最大的外交效能，使其在

特定议题领域获得超越物质实力的国际影响力。与既有研究把小国外交的过

程———包括形成机制、运行机制和影响因素———作为研究对象不同， “三重

一致”框架更加注重对小国外交效能的分析。①

第一，角色塑造与地区主义目标的一致性。地区主义是小国进行角色塑

造的重要依托，是决定其外交效能的地区基础。区域聚焦是小国研究的一个

重要特点，小国的外交行为和角色定位首先受到周边环境的深刻影响。地区

主义作为区域研究的重要概念和理论起点，涵盖地区合作、地区一体化和地

区治理等诸多领域，地理邻近、文化相似、互动频繁、社会建构是其主要特

征。根据耿协峰的定义，区域主义是指地理位置相邻或相近的国家或人类群

体之间在地区层次开展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互动的一种特殊实践及其思想

表现，目的在于形成比民族国家共同体规模更大、包容性更强、更加有利于

世界和平繁荣及可持续发展的地区性命运共同体，为最终走向全球善治奠定

基础。② 该定义表明，地区主义与小国外交有天然的互补性，地区主义需要

地区国家的推动，而小国外交的目标之一是通过地区主义拓展自身在本地区

甚至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③

当小国外交塑造的角色与其所在地区的主要战略关切和共同利益相契合

时，能够更容易获得地区伙伴的支持和认可，形成集体行动的基础，从而放

大其国际影响力。以中东小国为例，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由于西方跨国公司

（“石油七姐妹”）对全球石油市场的垄断，中东地区的产油国只能获得微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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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从角色视角研究小国外交的另一个思路是被动角色和主动角色的转换，参见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Ｂｒｏｍｍｅｓｓｏｎ，Ａｎｎ－Ｍａｒｉｅ　Ｅｋｅｎｇ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ｎｎａ　Ｍｉｃｈａｌｓｋｉ，Ｓｗｅｄｅｎ’ｓ　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　Ｓｍａｌｌ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ａ　Ｈｏｓｔｉｌｅ　Ｗｏｒｌｄ，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５，ｐｐ．１７－３８；孙通：
《大国博弈与太平洋岛国的国家角色变迁》，载 《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２５年２月２５日，第７版。

耿协峰：《导读：比较地区注意的研究议程与未来挑战》，载塔尼亚·Ａ．博泽尔和托马斯·

里塞主编：《牛津比较地区主义手册》，耿协峰译，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版，第６页。

除了耿协峰关于地区主义的定义，肖欢容、陈晓晨等也对地区主义进行了界定，参见肖欢
容：《地区主义：理论的历史演进》，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９～１０页；陈晓晨：《南太
平洋地区主义：历史变迁的逻辑》，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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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无法决定石油定价权，国家财政自主权受到侵蚀。为了扭转这一局

面，以中东小国为主要成员的产油国共同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 （ＯＰＥＣ），①

将自身塑造成为全球石油市场的主要行为体，通过石油禁运和提价引发了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全球性石油危机，运用石油武器维护了国家利益。中

东作为世界范围内石油资源最集中的地区，在２０世纪中叶，地区国家最主

要的目标是反抗西方石油巨头对石油市场的控制，中东小国通过ＯＰＥＣ成功

实现了影响国际石油定价权的外交目标。然而，随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两伊战

争爆发所引发的地区分裂，地区主义的利益基础不复存在，ＯＰＥＣ以及成员

国的影响力在此期间迅速下降。

第二，角色塑造与全球特定规范的一致性。全球性规范是小国进行角色

塑造的重要工具，是小国提升外交效能的合法性基础。规范作为国际制度理

论中的重要概念，合法性是其最主要的特征。无论一个规范是如何产生的，

它必须先获得合法性，才能被视为规范。② 全球性规范包括但不限于和平解

决争端、人权保护、民主制度、自由贸易、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国际共

识。当小国塑造的角色与国际社会认可的规范、原则或紧迫关切相契合时，

能够获得更广泛的国际支持和道义认同，提升其外交行动的合法性。小国往

往占据着天然的国际道义优势，③ 大国为了平衡或主导其他大国而填补权力

真空，小国则填补了大国政治留下的道德真空。例如，作为 “天生的和平缔

造者”。④国际政治领域的规范往往是全球性的，正如研究规范变迁的学者采

用 “道德世界主义”阐述规范的传播。⑤ 同时，当小国进行角色塑造时，只

有与特定规范相联结，才能发挥特定议题领域的规范引领作用，⑥ 尤其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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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ＯＰＥＣ的创始成员国包括：中东地区的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以及南美洲的委
内瑞拉。

Ａｎｎ　Ｆｌｏｒｉｎｉ，“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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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与其国家身份和价值观密切相关的议题领域。①

有学者将规范视为一种权力，标志着规范性、文明性和道德性的力量。②

还有学者将基于广泛国际社会规范的权力视为小国的集体性权力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③ 本文认为，规范对于小国外交而言更是一种扬长避短的工具而非

权力。当缺乏可以调动的物质资源时，小国外交通常面临较大的局限性，以

规范倡导者 （ｎｏｒｍ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的角色推动利基 （ｎｉｃｈｅ）外交是小国的重

要选项。④ 阿查亚深入研究了以小国为主要成员的东盟作为规范倡导者推动

东盟地区论坛成立的进程。冷战结束前后，包括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

日本等在实力上远超东南亚国家的亚太国家分别提出了开展多边安全合作的

框架，然而以东盟作为 “驾驶员”的东盟地区论坛最终脱颖而出。东盟国家

将不干预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行为准则以及用于区域互信、预防性外交、

政治合作与安全合作的独特外交工具，取得了安全外交领域的成功。东盟地

区论坛涵盖了当代国际体系中的所有重要力量，论坛的成立体现了小国对地

区安全议程的主导，也彰显了这一地区组织的国际包容性。⑤

第三，角色塑造与大国战略关注的一致性。大国对特定议题的战略关注

是小国角色塑造的现实保障，为小国外交奠定资源基础。外交具有极强的议

题性和目的性，如水资源外交、石油外交、气候外交、反恐外交等等，随着

全球性挑战的增加和全球治理日趋复杂，选择恰当的方向并塑造相应的角色

是小国提升外交效能的关键原则。⑥ 尽管小国在角色塑造上具有自主性，但

是，大国在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地位不容置疑，大国的政策取向和资源投入对

国际议程的设定和国际资源的分配具有决定性作用，国际等级普遍存在。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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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小国外交目标的不同，这里的大国既包括地区大国也包括全球性大国。

当小国的角色塑造与地区或者全球性大国战略关注点高度契合时，往往能获

得更多的政策支持、资源投入和合作机会。汤姆·朗 （Ｔｏｍ　Ｌｏｎｇ）把小国

通过构成性关系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获得大国支持称为小国的派生

性权力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并认为派生性权力的适用范围可能很窄，原因

在于一个小国试图改变一个大国的整体安排是不现实的，但小国有可能把大

国在某一特定利益问题上的政策变为有利于小国的政策。①

小国塑造与大国关注方向一致的角色并非简单地追随或附庸，而是一种

战略性的对接和互利共赢关系的构建。成功的小国外交往往能够识别大国战

略中的关键目标，并通过角色塑造与其产生共鸣，既服务于大国的特定战

略，又为自身争取更大的利益和空间。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随着美国成功地

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解决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问题，开始将中东地区的政策重

点放在解决巴以冲突上。但是，美国主导的四轨谈判进展缓慢。此时，作为

北欧小国的挪威利用自身在国际人道主义领域的 “正直”声誉以及可信赖形

象，抓住机会主动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提供秘密对话平台 （奥斯陆会谈）。

随着会谈升级为高级别正式谈判，美国迅速提供了政治支持，最终促成了
“巴勒斯坦—以色列奥斯陆协议”的签署。② 挪威作为国际调解员的角色塑造

之所以成功，与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需求密切相关。

在小国进行角色塑造的过程中，三种一致性之间存在相互强化的关系。

角色塑造与地区主义目标的一致为小国外交提供了地区基础和周边国家的支

持；与全球特定规范的一致赋予其在特定领域和特定议题外交的国际合法

性；与大国战略关注的一致则为小国外交提供了强大的外部支持和资源保

障。需要强调的是，并非所有小国外交都能实现角色塑造的 “三重一致”，

也并非所有议题领域都存在实现 “三重一致”的必要条件，这也是小国外交

效能表现不同的根本原因。为了研究需要，上述三个案例分别突出了其中一

种一致性，但并不意味着其他一致性不发挥作用。在ＯＰＥＣ案例中，除了与

地区主义目标一致，小国对石油主权的追求也是对主权合法性的追求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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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在东盟地区论坛的案例中，除了与全球性规范一致，东盟地区主义

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 “巴勒斯坦—以色列奥斯陆协议”的案例中，在大国

关注之前，北欧国家早已树立的国际规范形象为谈判的启动提供了道德

基础。

因此，小国大外交的实现过程就是根据自身条件和国际环境，在多种可

能的角色定位中进行战略选择，寻找最有可能实现 “三重一致”的议题领域

和角色组合。满足 “三重一致”框架，即实现与地区主义目标、全球特定规

范以及大国战略关注的一致是小国实现宏大外交愿景的最理想状态。下文将

通过对太平洋岛国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外交实践的研究，具体分析小国外交如

何通过战略性角色塑造达到 “三重一致”的目标，进而实现外交效能的最

大化。

四、气候外交与太平洋岛国的角色塑造

本文选择太平洋岛国的气候外交作为案例对角色塑造的 “三重一致”框

架进行验证，原因包括两方面。第一，无论是从实力视角还是关系视角来

看，太平洋岛国具有无可争议的小国特质。太平洋岛国包括美拉尼西亚、密

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三个次区域的１４个独立国家。这些国家普遍具有

国土面积小、人口稀少、经济规模有限、发展水平较低的特征。陆地面积最

小的国家瑙鲁仅有２１平方公里，人口最少的国家纽埃全国人口不到２０００
人，基里巴斯、所罗门群岛和图瓦卢仍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国家。太平洋

岛国属于国际体系中的 “小国”甚至 “微型国家” （Ｍｉｃｒｏ－Ｓｔａｔｅｓ），在全球

政治和经济格局中的影响力非常有限。第二，太平洋岛国在气候外交领域获

得了全球公认的影响力。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太平洋岛国通过成功的角

色塑造深度参与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至今已成长为国际气候变化领域的
“巨人”，是小国大外交的典型代表。

（一）实现地区主义目标：“蓝色太平洋守护者”的角色塑造

太平洋岛国气候外交的第一个关键角色是 “蓝色太平洋守护者”。该角

色强调太平洋岛国对地区共同利益的维护和对地区生态系统的保护责任。通

过这一角色塑造，太平洋岛国成功地将国家层面的气候脆弱性提升为地区集

体关切，形成了地区气候外交的统一立场和行动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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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国何以大外交？□　

“蓝色太平洋守护者”是对地区集体身份的战略性建构。２０１４年７月，

太平洋岛国论坛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Ｆｏｒｕｍ，ＰＩＦ）领导人通过了 《太平洋地区
主义框架》（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标志着太平洋岛国首次就
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战略愿景、价值观和目标达成一致，该框架强调共同认
同、资源共享和国家努力的互补性，强调该地区的海洋和岛屿资源、文化多
样性、善政、人权、性别平等以及作为和平稳定的社区的重要性。① 框架为
太平洋岛国加强地区合作并对地区优先事项进行高层次讨论提供了政治基

础，也是太平洋岛国开展小国大外交的重要前提。

２０１７年９月，第４８届太平洋岛国论坛将 “蓝色太平洋：我们的岛屿之
海———通过可持续发展、管理和保护实现我们的安全”作为主题，时任萨摩
亚总理图伊拉埃帕·马利埃莱戈伊 （Ｔｕｉｌａｅｐａ　Ｍａｌｉｅｌｅｇａｏｉ）作为论坛主席发
表讲话，他指出，“蓝色太平洋”将利用海洋作为太平洋地区社会文化、政
治和经济发展转型的驱动力，为深化太平洋区域主义注入新的活力。马利埃
莱戈伊还特别强调了地区主义助力气候外交取得的巨大成就：成功推动可持
续条款１４列入联合国 《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简称 《２０３０议程》）。②

《２０３０议程》可持续条款１４ （ＳＤＧ１４）是全球范围内首个专门聚焦海洋生态
保护、海洋可持续发展以及小岛国海洋权益的国际发展目标，对以 “小岛
屿、大海洋”为特点的太平洋岛国而言利益高度相关。

从１９９４年的 《巴巴多斯行动纲领》 （Ｂａｒｂａｄｏ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到２０１２年的里约峰会，再到２０１４年的 《萨摩亚路径》，小岛屿国家成功地
从无到有地将海洋议题设定为ＳＤＧ的核心议程，战略性地将其从一个边缘
化的环境问题提升为全球认可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在ＳＤＧ谈判的关键阶段，

主导了设立独立海洋目标的倡议，并最终使其成为现实。ＳＤＧ１４写入 《２０３０
议程》离不开全球范围内小岛屿国家的共同努力，太平洋岛国作为其中最重
要的区域性力量在该外交进程中发挥了无可置疑的领导作用，③ 是太平洋岛
国气候外交的重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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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ｍｏａ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７，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ａｍｏａ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ｗｓ／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ｃｏｌｕｍｎｓ／１７１７．
Ｑｕｅｎｔｉｎ　Ｈａｎｉｃｈ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ｖｉｅｖｅ　Ｑｕｉｒｋ，“Ｏｃｅａ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ｔｏ　ｔｈｅ　ＵＮ　ｆｏｒ　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ｐｐ．６８－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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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７月，太平洋岛国论坛提出 《蓝色太平洋２０５０战略》（２０５０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ｌｕ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① 以地区主义为基础列出七大议程，对 “蓝色
太平洋守护者”的角色塑造更加形象和具体。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
议程中，太平洋岛国明确提出两大目标，一是保持气候韧性，保障太平洋岛
民过上安全和繁荣的生活；二是维持太平洋岛国在全球气候行动中的领导地
位。太平洋岛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身份定位和角色塑造在该战略里得到充分
体现，《蓝色太平洋２０５０战略》对太平洋岛国如何推动气候外交进行了顶层

设计和战略规划。②

“蓝色太平洋”概念借助地区主义的力量超越了传统的 “小岛国”叙事，

突出了太平洋地区作为全球最大海洋空间的重要性，不仅为气候外交提供了
地区凝聚力和集体认同的基础，还为太平洋岛国参与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奠
定了战略基础。③ ２０１５～２０２５年间，太平洋岛国相继通过了包括 《气候变化苏
瓦宣言》（Ｓｕｖａ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博埃宣言》（Ｂｏｅ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凯托阿宣言》（Ｋａｉｎａｋｉ　ＩＩ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Ｕｒｇｅｎｔ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Ｎｏｗ）等在内

的一系列政策文件，这些区域性宣言和框架文件确立了太平洋岛国在气候议
题上的集体立场，从地区认同叙事到地区治理倡议、从地区新安全观到对地
缘政治新环境的应对策略，④ 太平洋岛国的角色塑造伴随着地区主义的发展
不断深化和明晰。

（二）聚焦全球特定规范：“国际气候道义引领者”的角色塑造
太平洋岛国气候外交的第二个关键角色是 “国际气候道义引领者”。这

一角色强调太平洋岛国不仅是气候变化的直接受害者，更是全球气候治理进

程中的积极参与者和规范塑造者，体现了其角色定位与气候变化领域全球性
规范的高度一致性。通过这一角色塑造，太平洋岛国联合其他小岛屿发展中

—２３１—

①

②

③

④

有些学者将太平洋岛国论坛提出的 “２０５０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ｌｕ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直译为
《蓝色太平洋大陆２０５０战略》，但是在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发布的中文联合声明中，普遍使用 《蓝色太
平洋２０５０战略》，为了与官方翻译一致，本文统一使用 《蓝色太平洋２０５０战略》。

“２０５０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ｌｕ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２０５０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２０２３－
２０３０”，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４，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Ｆｏｒｕｍ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Ｔａｒｃｉｓｉｕｓ　Ｋａｂｕｔａｕｌａｋａ，“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ｌｕ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ｉｎ　Ｇｒａｅｍｅ
Ｓｍｉｔｈ　ａｎｄ　Ｔｅｒｅｎｃｅ　Ｗｅｓｌｅｙ　Ｓｍｉｔｈ　ｅｄｓ．，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ｓ，ＡＮＵ　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１，ｐｐ．５０－６０．

陈晓晨：《多重内涵的 “蓝色太平洋”———太平洋岛国对地缘政治新环境的应对》，载 《当
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２１年第５期，第１４９～１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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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ＳＩＤＳ）成功地将自身经历转化为全球规范演进的道德力量，在国际气
候政治中获得了超越其物质实力的地位和影响力。

包括太平洋岛国在内的ＳＩＤＳ是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国
家群体，同时也是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倡导者。无论从人均还是总
量来看，ＳＩＤＳ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都要低于世界平均水平，ＧＤＰ也低于世界
平均水准，属低排放、低 ＧＤＰ国家，受自身自然条件和发展水平的限制，

气候变化带给这些国家的负面影响远高于其他国家。然而，正如韦民所指出
的，在国际政治经济制度建构上，大国占据了话语权和主导权，小国不同程
度地远离权力中心，话语权有限，这是 “权力政治”世界中大多数小国的命
运。① 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更是如此，太平洋岛国受到的气候变化威胁长期
以来未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为了占据气候道义制高点，太平洋岛国积极塑
造 “国际气候道义引领者”的角色，采取了联合自强以及在多边舞台发声的
方式影响气候变化领域的全球性规范。

１９８９年，小国海平面上升会议 （Ｓｍａｌｌ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Ｓｅａ　Ｌｅｖｅｌ
Ｒｉｓｅ）在马尔代夫召开，拉开了小国追求国际气候道义和推动形成气候规范
的序幕。１９９０年，第二届联合国世界气候大会在日内瓦召开，２４个小岛屿
和沿海低地发展中国家联合成立了小岛屿国家联盟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Ｉｓｌ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ｓ，ＡＯＳＩＳ），至今联盟成员已经覆盖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加勒比
海、地中海和中国南海等海域，ＳＩＤＳ是其主要成员国。自成立以来，该联
盟已经成为气候变化领域代表ＳＩＤＳ的影响力最大的群体组织。在应对气候
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双重挑战方面，不仅提供智力领导，还在国际气候谈判
中被誉为 “道德的声音”（Ｍｏｒａｌ　Ｖｏｉｃｅ）。②

在ＡＯＳＩＳ不断壮大的过程中，影响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规范一直是其
重要目标。回顾联合国气候大会 ＡＯＳＩＳ的利益诉求，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要求国际社会关注其生存权；要求国际社会给予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援助；

要求国际社会承认成员国的环境移民权。③ 在ＳＩＤＳ的共同努力下，太平洋

—３３１—

①

②

③

韦民：《小国与国际关系》，第８５页。

Ａｂｄｕｌｌａ　Ｙａｍｅｅｎ　Ａｂｄｕｌ　Ｇａｙｏｏｍ，“ＡＯＳＩＳ：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ＦＣＣＣ”，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Ｉｓｌ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ａｏｓｉｓ．ｏｒｇ／ａｏｓｉｓ－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ａｔ－ｔｈｅ－ｕｎｆｃｃｃ／．

曹亚斌：《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小岛屿国家联盟》，载 《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１年第８期，第３９～
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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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国成功推动了１．５℃气候目标的确立。２０１５年巴黎气候大会 （ＣＯＰ２１）前

夕，国际社会普遍讨论的气候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温度升幅控制在２℃以内。

然而，在马绍尔群岛、基里巴斯等太平洋岛国领导人的强烈倡导下，“１．５℃
才能生存”（１．５℃ｔｏ　Ｓｔａｙ　Ａｌｉｖｅ）的口号占据了道义制高点，由 ＡＯＳＩＳ发

起的１．５℃目标在谈判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最终，《巴黎协定》明确提

出努力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１．５℃之内，这是小国

外交重大胜利的体现。①

此外，ＡＯＳＩＳ在推动 “损失与损害”（Ｌｏｓｓ　ａｎｄ　Ｄａｍａｇｅ）机制的建立过

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损失与损害”是指气候变化导致的无法通过减缓和

适应措施避免的负面影响，对环境脆弱的小岛屿国家而言该议题至关重要。

由于当前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实践的现状决定了损失与损害已不可避免，建立

专门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的机制成为必然选择。② 自２００８年波兹南会议
（ＣＯＰ１４）ＡＯＳＩＳ首次提出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的多窗口机制以来，联

合国气候大会对损失与损害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和多轮谈判。直到２０１３年

华沙气候大会 （ＣＯＰ１９）召开，损失与损害机制才得以建立，太平洋岛国一

直是推动该机制实质化和资金化的主要力量。在２０２２年埃及沙姆沙伊赫气

候大会 （ＣＯＰ２７）上，以斐济、瓦努阿图为代表的太平洋岛国联合其他发展

中国家，成功推动了专门针对脆弱国家的 “损失与损害基金”的设立，被视

为气候公正进程中的历史性突破。

除了通过联合自强引领国际气候道义，太平洋岛国充分利用联合国大

会、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等多边场合推动气候外交。从２０２１年到２０２５年，

基里巴斯总统马茂 （Ｔａｎｅｔｉ　Ｍａａｍａｕ）、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西米纳
（Ｗｅｓｌｅｙ　Ｓｉｍｉｎａ）、瑙鲁总统阿迪昂 （Ｄａｖｉｄ　Ｒａｎｉｂｏｋ　Ａｄｅａｎｇ）、瓦努阿图总

理萨尔维 （Ｃｈａｒｌｏｔ　Ｓａｌｗａｉ　Ｔａｂｉｍａｓｍａｓ）、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ｒａｐｅ）、萨摩亚总理菲娅梅 （Ｆｉａｍｅ　Ｎａｏｍｉ　Ｍａｔａ’ａｆａ）、图瓦卢总

理特奥 （Ｆｅｌｅｔｉ　Ｐｅｎｉｔａｌａ　Ｔｅｏ）、汤加首相索瓦莱尼 （Ｓｉａｏｓｉ　Ｓｏｖａｌｅｎｉ）等八位

—４３１—

①

②

Ｔｉｍｏｔｈéｅ　Ｏｕｒｂａｋ　ａｎｄ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Ｋ．Ｍａｇｎａｎ，“Ｔｈｅ　Ｐａｒｉ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Ｓｍａｌｌ　Ｉｓｌａｎｄｓ，Ｂｉｇ　Ｐｌａｙｅｒ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Ｎｏ．１８，２０１８，

ｐｐ．２２０１－２２０７．
何霄嘉等：《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对中国相关工作的启示》，载 《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４年第５期，第１４～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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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斐济总理努拜尼马拉马 （Ｖｏｒｅｑｅ

Ｂａｉｎｉｍａｒａｍａ）、帕劳总统萨兰格尔 （Ｓｕｒａｎｇｅｌ　Ｗｈｉｐｐｓ，Ｊｒ．）、图瓦卢外交部

部长西蒙 （Ｓｉｍｏｎ　Ｋｏｆｅ）分别在第２６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发表演讲，充

分阐述了太平洋岛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身份定位和坚定立场。

借助联合国这一全球最重要、影响力最大的多边平台，太平洋岛国领导

人通过高频率的公开演讲聚焦气候变化受害者、行动者和引领者的角色塑

造。这些领导人的主要观点包括：气候变化使太平洋岛国面临生存威胁、小

岛屿国家不是气候变化的原因却要承担气候变化的恶果、太平洋岛国坚定履

行 《２０３０年议程》承诺、强调集体行动的紧迫性并重视气候融资、敦促大排

放国减少排放等，这些观点在国际社会引发强烈反响。ＣＯＰ２９举办期间，联

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主要排放国通过实际行动帮助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应

对气候挑战，他表示：“你们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完全有理由愤怒，我也

感同身受。你们正面临着巨大的不公。这样一种不公令你们的未来受到海平

面上升的威胁；你们的人民遭受创纪录的飓风袭击；你们的经济正在被摧

毁。”① 太平洋岛国 “国际气候道义引领者”的角色获得联合国的官方背书，

显示其气候外交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三）瞄准大国战略关注：“气候变化治理推动者”的角色塑造

太平洋岛国气候外交的第三个关键角色是 “气候变化治理推动者”，这

一角色强调太平洋岛国将气候变化议题战略性地嵌入其与关键大国的双边关

系中，体现了其在角色塑造过程中对关键大国战略关注的观察和结合。近年

来，太平洋岛国成功地将气候变化从边缘议题转变为其对外关系的核心议

程，从而获得了大国在政策、资金、双多边机制中的支持，显著提升了气候

外交的效能。

太平洋岛国对气候变化的重视可以追溯到１９８８年第１９届南太平洋论坛
（现太平洋岛国论坛）的领导人会议上，会后公报指出，论坛对南太平洋气

候变化及其可能给该区域国家带来的严重社会和经济危害表示关切。② 自此

—５３１—

①

②

《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主要排放国纠正对小岛国的 “巨大不公”》，联合国网站，２０２４年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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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气候变化成为历届太平洋岛国论坛的必选议题之一，出现在了每一次

论坛公报中。然而，从外交效能的视角来看，直到２１世纪初，太平洋岛国

的气候影响力仍然局限在南太平洋地区，原因之一就是该议题缺乏大国的战

略关注。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２日，中美两国发表了 《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该声

明明确表示，中国和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上需要发挥重要作用，两国

还就应对气候变化提出了各自的初步规划。① 该声明也为次年 《巴黎协定》

的最终签署奠定了基础。此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多次在联合国、国情咨

文中呼吁全球采取集体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并深度参与全球气候谈判进程。

中国政府于２０２０年提出了在２０３０年前实现碳达峰，２０６０年前实现碳中和的
“双碳”目标，于２０２１年发表的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

指出：“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挑战。应对气候变化，事关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关乎人类前途命运。”②

中美两国对气候变化议题的重视为太平洋岛国在双边和多边层次推动气

候治理提供了空间和机遇。２０１８年１１月，中国—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晤在

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明确将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合作列为中国—太平洋岛国

关系的优先领域。２０２２年，中国—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中心在聊城

大学成立，中心启用仪式上，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以 “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打

造更加紧密的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为题发表演讲。２０２４年，瑙鲁

总统阿迪昂、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西米纳、所罗门群岛总理马内莱、瓦努

阿图总理萨尔维、斐济总理兰布卡、萨摩亚总理菲娅梅先后访华，中国在与

各国的联合声明中指出，愿共同推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 《巴

黎协定》全面有效实施，愿同太平洋岛国一道推动落实 《蓝色太平洋２０５０
战略》。③ 当前，气候变化相关议题已经成为中国和太平洋岛国双边外交中的

重中之重。

美国方面，２０２２年至２０２３年连续举办两届 “美国—太平洋岛国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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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国外交部发布的中国与各太平洋岛国联合声明。



小国何以大外交？□　

对美国而言，该举动旨在通过强化与太平洋岛国之间的双边关系，进一步推

动 “印太战略”的落地；对太平洋岛国而言，两次峰会成为拓展自身气候治

理议程的重要机遇。２０２２年通过的 《美国—太平洋伙伴关系宣言》明确了美

国支持太平洋岛国气候适应和韧性建设的承诺。① ２０２３年峰会过后，白宫在

对美国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说明中提出： “我们的优先事项以 《蓝色太平洋

２０５０战略》中概述的优先事项为指导，并支持太平洋岛国论坛主导的太平洋

区域架构。”②

太平洋岛国 “气候变化治理推动者”的角色定位与中美两国这一时期战

略目标相契合，中国需要提升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展示负责任大国形象，

美国希望主导全球气候谈判并得到太平洋岛国对 “印太战略”的正面反馈，

因此获得了中美两国从双边到多边的支持，气候变化成为太平洋岛国和大国

双边关系中的优先议题。与此同时，大国战略关注的变化也可能成为制约其

外交效能的不稳定因素。美国和澳大利亚分别作为全球性大国和地区性大国

都经历了由于执政党变化所引起的气候政策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太平洋岛

国推动气候外交产生了周期性影响。

以澳大利亚为例，２０２２年工党执政之前，澳大利亚与岛国在气候变化相

关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澳大利亚作为世界第三大化石燃料出口国，其经济

增长对化石燃料出口的依赖与太平洋岛国呼吁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形成了反

差，也直接导致了澳大利亚在减排、煤炭出口等问题上难以与太平洋岛国达

成一致。２０１９年太平洋岛国论坛召开前夕，时任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

森 （Ｓｃｏｔｔ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宣布了一项５亿澳元的一揽子资金计划，以帮助太平

洋岛国投资可再生能源，并提高对气候和天气事件的抵御能力。然而，论坛

东道主、时任图瓦卢总理埃内莱·索波阿加 （Ｅｎｅｌｅ　Ｓｏｐｏａｇａ）对该笔资金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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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认可，指责莫里森试图收买大声疾呼应对气候变化的太平洋岛国领导人。①

随着２０２２年５月工党赢得大选，澳政府通过了到２０３０年将排放量减少４３％
（从２００５年的水平）的承诺，该政策成为太平洋岛国在本地区推动气候外交

的重要转机。２０２２年１１月，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Ａｌｂａｎｅｓｅ）提出将与太平洋岛国共同申办２０２６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缔约方会议 （ＣＯＰ３１），此举得到了岛国政府的正面回应。② 尽管受到大国气

候政策和战略时机的影响，由于太平洋岛国在塑造 “气候变化治理推动者”

的角色方面奉行长期主义，依然获得了跨越周期的气候外交影响力。

五、结　语

从理论上看，小国外交的成功与否既受到建构主义思想的鼓舞，也受到

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的制约。本文尽量避免使用权力作为逻辑分析的起点。在

当前的小国研究领域，无论是规范性权力、③ 制度性权力、④ 软实力，还是

固有性权力、派生性权力和集体性权力，⑤ 从本质上来讲，仍然是实力决定

论。⑥ 从实力或权力视角出发研究小国的一个天然缺陷在于，大国可能也拥

有这些权力，并且其运用权力的效率和范围远远超过小国。

本文尝试借鉴建构主义方法，构建一个基于角色塑造的小国外交分析框

架，既关注国家的自我定位和战略选择，也考虑国际社会的期待和国家之间

的互动过程，为理解小国在特定议题领域实现外交效能的最大化提供新的理

论视角。研究发现，当小国外交塑造的角色实现与地区主义目标、全球特定

规范以及大国战略关注的 “三重一致”时，就能够在该领域获得远超其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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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的国际影响力，实现小国大外交的目标。以太平洋岛国为例，通过塑造
“蓝色太平洋守护者”的角色实现了气候外交与地区主义目标的一致性，通

过塑造 “国际气候道义引领者”的角色实现了与气候变化全球规范的一致

性，通过塑造 “气候变化治理推动者”的角色实现了与大国战略关注的一致

性，“三重一致”的角色塑造成就了太平洋岛国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国际

地位。

随着多边机构的迅速扩张和地区组织的蓬勃发展，小国作为国际社会不

可忽视的行为主体，在特定议题的全球治理领域日益展现出强大的规则塑造

力和系统影响力，小国已经不再是世界政治舞台中的配角。与此同时，全球

范围内地缘政治竞争在持续加剧，俄乌军事冲突、中东地区冲突等地区冲突

的频发预示着传统安全议题的回潮，小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正在进入新的历史

周期。强权政治的回归和国际秩序的弱化对小国外交实现 “三重一致”的角

色塑造提出了巨大挑战。

在全球治理赤字日益加剧、国际体系趋向分裂、未来不确定性持续加大

的背景下，中国或将更加需要小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支持。基于小国大外

交的逻辑，中国应当充分尊重小国在国际社会的角色塑造，充分识别小国外

交背后对地区主义、全球规范和大国战略的认知差异，加强中国外交与小国

外交的有效互动，包括在特定议题领域引入小国的道义支持，在多边合作机

制中发挥小国的群体性优势，在大国博弈过程中借用小国的建设性力量。随

着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结合近年来开展双多边外交的经验，小国对于倡议

的支持和落实将发挥先导性和示范性作用，为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贡

献重要力量。进一步加强小国外交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小国对外政策的

深层逻辑、评估其对外政策的效果，为中国继续深化同小国关系的良性发

展、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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